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切近朱熹 

─ ─ 思想史的入口 

謝明憲 

 

關鍵詞：近思錄  四書章句集注  編輯  朱陸  道統 

 

一、前言：一個提問 

本文將試著談論一個問題，並將這個問題建構得更理充詞沛，而不考慮是否

能夠「解決」。畢竟在問題仍處於問題狀態時，解釋者只能論述該問題的問題張

力，而沒有權力去限宥問題的界域；如果將問題定位，這個問題就已經喪失許多

在提問之時，才產生的可能性。因此，朱熹在儒學傳統之中，向於往聖先賢的思

索，著落於什麼之上？而這個對於傳統的思索，在形成一種論述時，又成為什麼

樣的傳統？在以下的討論當中，我們可以粗略地看見，朱熹將自己丟入一個儒學

的質疑中。因此，我們方能談論他。                 

  本文擬自朱熹為陸象山所譏的「支離」進行討論，並企圖自此探討「朱熹」

在儒學傳統上的意義。於此，本文不以「朱陸之異」作為出發點，亦不以理論結

構作為出發點，而由《近思錄》與《四書章句集注》的編定出發。 

《大學》是朱熹所認定的入門之書，1並且認為《大學》在學子為學之時可

「定其規模」2；在整個朱熹學說中，規模乃是大綱，在整個大綱之中，《大學．

誠意章》將「善」的終極價值與其它的綱目進行繫連，所以「誠意」在《大學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 朱熹於〈大學章句〉首段即說：「子程子曰：『《大學》，孔氏之遺書，而初學入德之門也。』於

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，獨賴此篇之存，而《論》、《孟》次之。學者必由是而學焉，則庶乎其不

差矣。」見朱熹《四書章句集注》（台北，長安出版社，民 79.2.）頁 3. 
2 朱熹曰：「某要人先讀〈大學〉，以定其規模。」見《朱子語類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：1986.），卷

14，綱領頁 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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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實具樞紐地位。朱熹在〈大學章句〉之末云： 

凡傳十章：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，後六章細論條目功夫。其第五章乃明善

之要，第六章乃誠身之本，在初學尤為當務之急，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

也。3 

「第五章乃明善之要」，此章在朱熹所編定的「章句」上看來，此章乃是「闕文」；

關於闕文錯簡的問題，於此暫不討論。〈誠意章〉乃是朱熹《大學章句》第六章，

除上所言此章的重要外，朱熹在易簀前三日仍在修改〈誠意章〉，藉此正可以更

了解朱熹的經典解釋性格。在綱目的不可更易下，對於經典的解釋，從來就不是

圓融條貫的，圓融條貫只在於理論的出具，並不表示在日常生活中展現的晏然。

因此在生活與經典之間的緊持，尤其在解釋者的理會下，不斷的修改是必然的，

在朱熹的一生中，我們可以充份地了解。 

  問題的開端，是由「思想史」上入手的。以「思想史」來作為朱熹整體的定

限，乃是為避免漫談朱熹的危險；另外，因為在「思想史」上的朱熹實有其多義

性，文中就「《近思錄》思想史」、「道統思想史」、「思想史」三個面向進行探討，

以便對於朱熹的三個方面進行理解。此後，藉由朱熹的理論，在「理一分殊」上

進行分析。在整體結構梳理而出之際，不可忽視的「支離」之說，藉由陸象山的

出場成為主題，主題本身的破碎，在朱熹的解釋之下，又構成了什麼樣的言說？ 

 

二、往返思想史 
(一)往返：在時間上的掙扎     

    朱熹集北宋儒學之大成的地位，即是在思想史上的理解。 

  在儒家的思維中，時間向來不只是單調地記憶著歷史事實，而是描述著道統

上的歷史意義。思想史作為歷史意義的解釋，其中的人事與時空是綰和且密的；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3 同注 1 引書，頁 13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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生活在特定的時空設定下，所意味著是一個獨特的極端，這個極端如果遷就於自

身的限定，則在思想史上，也將被視為是一個「切近」於道統的過程。這樣對歷

史的解釋，我們可以從思想史上的朱熹，以及朱熹之於思想史的成就上，來得到

理解。 

  在時間上，將時間視為是彼此貫通的，歷史因此是整全且完好的；所以，人

的主體作為在時間上貫通的依據，並依此而擁有自己在歷史上的身份；在面對自

我介紹時，將過去承接下來，並向過去索求自己的歷史定位。因此，人的主體往

返於古今之中，在此時此刻處於「古今」與「主體貫通」的拉鋸。關於「古今」，

黃俊傑曾指出： 

古代中國人的『時間』概念在『古』與『今』之間往返運動，因而使『自

我』與『歷史』之間具有互相滲透性乃至互相參與性（inter－

involvement）。由於這項複雜的關係，使「自我」撕裂而為二，而且兩者

恆處於緊張之狀態。4  

然而，這樣的緊張狀態是持續掙扎下去的，因為在「古」與「今」兩個時間端點

上的距離是不斷變動的，也就是說，是掙扎地向著未來自身的貫通。因此，所謂

的「往返的思想史」，是必須兼顧著「古」、「今」與「未來」的說法，也就是說，

在個人生活與古今時空的難以掌握下，方能在「往返」於時間上與自身的不可避

免，來說明朱熹思想史身份的掙扎。 

  在以古今與個人為前提之下，思想史所表達的是一種具有其定向的開放性，

在其定向，思想史作為一種歷史解釋。黃俊傑在探討古代儒家的「時間」概念時，

以『「古」與「今」的互為主體性』作為其特質，我們將之援引為思想史的解釋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
見黃俊傑〈中國古代儒家歷史思維的方法及其運用〉，《中國文哲集刊》第三期（台北：中央研

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：民 82.3.）頁 368–36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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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格。5在思想史的解釋之中，「集大成」成為傳統得以實現的必然條件，而且在

傳統實然之際，解釋者借以混跡隱沒於傳統之中，作為自圓其「說」者而「應然」，

進行發言。 

  「應然」，使思想史在「過去－未來」中不以「現在」出現，而以一種貫通

的姿態，並以一種確立的歷史解釋論述著思想史。這一點，我們可由朱熹「集大

成」的成就中見知，並從《近思錄》與《四書章句集注》二書，完成於朱熹而得

到理解。 

 

(二)《近思錄》：能靠得多近？（編者的企圖） 

  朱熹曰：「四子（四書）六經之階梯，近思錄四子之階梯。」6
《近思錄》作

為我國第一部哲學選輯，7最主要的原因是成為經典的「階梯」。宋明理學發展到

朱熹時，基本語彙已臻完備成熟，而這些語彙的出現，一方面是針對佛教而來，

另一方面是對於在儒學上真理的追求。在朱熹生活的時代，儒家的理論整體，已

經有其規模，佛教的威脅感已不若前朝時強大，朱熹在學術上的主要課題，也放

在對於真理的學習與探求上。 

  在朱熹眼中，真理具體而微地可由經典中探求，但是經典本身與當世之人有

著生活上的間隔，人須藉由「學」方能熟悉經典的語境，在尚未進入經典的語境

之前，必得熟悉自身所處的儒學語境。《近思錄》中的內容，正代表著由周敦頤、

二程、張載以來的儒學語境，其目的是企圖能夠連繫到《四書》的時代，也就是

在孔子、曾子、子思、孟子上的傳承；這樣的連繫是一種往返於歷史上的訴求，

因為他們確信有一條「貫通之跡」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5 同注 4，頁 372。黃俊傑指出：儒家常為了批判「現在」或引導「未來」的方向，而回顧「過

去」的歷史經驗。因此，他們常常將他們所主張的「現在」以及「未來」的「應然」（ought to  be）

與過去歷史上的實然（to  be）結合為一，並且常常在「應然」的基礎上論述「實然」。所以，

儒家的歷史思維常常表現出：「歷史」與「歷史解釋者」由於互相融合、互相滲透而達到所謂「互

為主體性」的狀態。 
6 見陳榮捷《近思錄詳註集評》（台北，學生書局，民 81.8.）頁 2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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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近思錄》內的語彙，大體上仍是沿襲著《四書》，及其它先秦典籍而來，

經過理學家的論述，而形同經典的註解。然而卻不可將《近思錄》僅僅以註解視

之，因為在編者或解釋者的考量下，經典與北宋諸說之所以重要，不僅在於通達

於文字上的意義，乃是在於生活中的人，是篤志於「學」的。程明道釋「近思」

一詞曰：「學不博則不能守約，志不篤則不能力行。切問近思在己者，則仁在其

中矣。」8，在我們的生活之中，我們能在「學」中靠得多近？ 

  由自身出發，自身在面對歷史時空下的自己，已然不是慣常親暱的周遭；因

而「學」的起源，從忽略的自身周遭之中，作為一個發端。在此，經典文字只是

方便從頭說起，關切的重心，仍在於日常生活的自身上。 

 

朱熹曰：「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，……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。歎其廣

大閎博，若無津涯，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。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

於日用者，以為此編。」9 

  朱熹所言「關於大體」與「切於日用」二者，是針對《近思錄》的編輯而言，

我們可視此二者為朱熹之於該書之用心。「切於日用」，是指「學」而言；「關於

大體」，是指朱熹的學術整體而言。學術的整體不在於自我的建構，而在描繪清

楚歷史上的看似分歧的歧路，其間沒有分歧之途，只有曲徑，這條曲徑就是「編

輯」。陳榮捷言： 

近思錄之編排與內容，均以朱子本人之哲學與其道統觀念為依據。全書以

周子太極圖說為首，蓋由太極而陽陰而五行以至于萬物化生與聖人之立人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7 同注 6 引書，引言頁 1. 
8 同注 1 引書，頁 189. 
9 同注 6 引書，頁 57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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極，為朱子哲學之輪廓，亦成為數百年後理學一貫之哲學輪廓。10 

  《近思錄》雖由呂祖謙與朱熹合編，其主導實為朱熹；故北宋四子合輯之書，

成了編者朱熹學問的輪廓。朱熹將北宋思想史娓娓道來，自己將最明顯的陳述者

隱沒在編輯程序之中，然而編輯程序是不須陳述的，因為編輯正在閱讀中進行

著，進行著儒學在思想史上的綴合。 

  我們視《近思錄》為朱熹的成就，將編者溢出於作者之上，重新成為朱熹的

文本。這裡所說「朱熹的文本」，是指「集大成」一詞，用於朱熹之於《近思錄》

的編定上，有其曖昧的退卻；在朱熹的文本中，由「四子之書」所傳承下來的思

想史，必須重新設定，不能在「朱熹」背後竊竊私語，也不能繞過「朱熹」；與

佛家的對話，必須視為與其他語境的交流，必須另闢「異端」；因此，《近思錄》

上的「集大成」，表示了「朱熹」不在現場，卻收編現場，並據此「重新發言」，

自我建立起最完整的理論整體。 

   我們可藉由朱熹弟子黃榦等人，了解「集大成」，以及在「集大成」之後，

對於當時所具的意義。 

朱熹親選的繼承人黃榦宣稱朱熹的成就超過北宋五子。北宋五子只沿續道

統，朱熹扮演的角色則與孟子相同，使道能夠彰顯於世。陳淳甚至排除張

載，將朱熹描繪為二程的直接傳人。根據陳淳的見解，朱熹徹底深入聖人

的著作，獨自一統各家學術的真理；從此之後，朱熹的學術是進入聖賢學

問的唯一法門。11 

由是，自周敦頤以降，皆為朱熹所含攝；《近思錄》作為造語之域，必然為朱熹

學派所依恃。因此，為了理論整體的確立，以及回返六經的保證，《近思錄》必

須向學術中心靠齊，成為道統上的入門階梯，也就是成為道統的一部份；相對地，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0 見陳榮捷《朱學論集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：民 77.4.），頁 12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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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諸家的說法，在「道統」之「下」，必然遭受拮取或駁斥。 

 

(三)《四書》：神聖道統（註者的企圖） 

  「道統」，意謂著承自於「道」的正統。儒家對於道統的傳承並沒有一個固

定的模式，往往是以排斥「不合於道」，來確立道統；因此在孟子則闢楊墨，在

韓愈則闢佛老（且不論韓愈是否該入道統），在朱熹則闢諸儒，但是這種彷彿站

在某種「精神高度」之言，是以什麼為其基礎？我們可以看到，陸象山自稱直承

孟子，而朱熹則有其階梯歷程；是以經典作為道統傳承上的象徵，因此，朱熹必

須對《四書》有所「章句」與「集注」。 

   

在「經典道統」一路上，我們可以看到兩點明顯的傾向： 

１．排外 

  事實上，正統論本身便有其政治意涵，在孟子與韓愈的排斥諸家都可以見

到；但是孟、韓都不是位居於當時的政治中心，而且所排斥的對象也是以異文化

為主，並彰顯儒家本身；相反的，朱熹在呂祖謙死後，便有企圖的成為文壇祭酒，

所排斥的對象，卻是以同門的儒者為主，因此一種小團體式的儒學就此產生。 

劉子健先生指出，隨著以朱熹為中心的綜合學問主導潮流，儒學表現空前

的排外傾向，然而排外傾向其實很早已經開始，程頤就曾經宣稱：唯有專

心研究「道」的學者纔配稱為儒者。道學的成員逐漸採用分別人我內外的

字眼，例如「吾儒」、「吾道」、「斯文」，到一一七０年代甚至不避諱「吾

黨」。12 

  以上的說法在朱熹身上尤見明白。朱熹的學問取向是深具地方色彩的，與其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1 見田浩《朱熹的思維世界》（台北：允晨文化：民 85.5.），頁 364. 
12 同 11 引書，頁 369–370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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它的學派在地位上相同；然而在道統論下，每個學派都不可能安於自身，必須向

道統靠攏，在古代道統中尋求安身立命，因此朱熹必須由地方趨向中央（這裡所

說「地方」與「中央」，是要表達儒者在時空中的「往返」），早期與辯於胡宏學

派，晚期則往辯於陳亮、陸象山；這樣的辯論並不易定其勝負，朱熹的獲勝乃因

取得經典上的解釋權。 

２．註者的高度 

  理解有盲點，因此註者必要。 

  一般的作品解釋，雖有「注不駁經，疏不破注」的說法13；然而解釋者受制

於作品，即使解釋的功力多麼出神入化，解釋者永遠居於作品的解釋者，即使是

所謂的「駁」、「破」，均無法將解釋從屬於作品的情形改變。因此在「作品」、「解

釋者」、「接受者」三者之間是呈現直線相連繫的情形，三者是並置在同一高度，

解釋者締結於作品與接受者之間，成為一個「中介」： 

 

  作品     解釋者      接受者   （圖一） 

 

不論理解和解釋經由多少曲折崎嶇的路程才能完成，它們彼此的關係，仍然是在

直線上進行從屬問題的說明。也就是說，解釋屬於作品，並不斷地對作品進行解

釋，沒有溢出的說法，即使進行駁異、曲解，也不離上所圖示。 

  然而，朱熹在解釋者的立場上有其高度，即如下所表達： 

 

 （理）  朱熹（道統） 

  經典            接受者   （圖二） 

 

  解釋者是沒有盲點的，理解盲點的產生，是受限於「學」的侷限。如果我們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3 見皮錫瑞《經學歷史》（台北：藝文印書館：民 85.8.），頁 21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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對照圖一來看，即使是解釋者也有其盲點所在，那麼由圖二而來的表述，與圖一

的差別究竟何在？ 

  馮友蘭在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中指出： 

孔丘的地位主要是「師」而不是神。他的最高稱號是「大成至聖先師」，

他所受的最高政治待遇是「文宣王」。他是一個人，不是一個神。在他所

宣傳的思想中，也沒有彼岸世界。由此看起來所謂儒教，如果可以稱為教，

也是教育之教，不是宗教之教。14 

  由上所言，孔子在道統上的地位是與「師」的身份有所關聯，「師生」之間

的關係，又與「教學」有所關聯。因此，我們可以做這樣的區分：師（教）→生

（學）。在確立了這樣的關係之後，解釋者與接受者彼此的關係，似乎就不是那

麼純粹了。「學」的盲點是必然的，「學」的指向是單向的，至於指向是指向於何

方？這便是圖二所說明的。 

  指向「經典」，「經典」本身已然不是一般而論的「作品」。然而這個「經典」，

還具有其原來的主導性嗎？從朱熹編輯並註解《論語》、《孟子》、《大學》、《中庸》

以來，這四部著作便以《四書》的姿態出現，朱熹「編定」的主導性已經凌駕於

經典之上；且不論他改動經典的事，在圖二的表達中，接受者所學習的對象是經

典，而所學是為窮理，這個「理」在歷史上、精神上有其沿續傳承的特徵，我們

以「道統」言之。朱熹顯然有其在道統上的自負，因此朱熹解釋的立場迥異於一

般的解釋者，所以在圖二以虛線表達；這個虛線還有另外的涵意，朱熹曰：「至

於用力之久，而一旦豁然貫通焉，則眾物之表裡精粗無不道，而吾心之全體大用

無不明矣。」15而陳來對於朱熹這段話則是這樣的理解： 

正像人在正常認識過程中常常體驗到的，經過對外部事物反覆考究的漸進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4 見馮友蘭《中國哲學史新編》（台北：藍燈文化：民 80.12.），冊 4，頁 225–226. 
15 同註 8，頁 6–7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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過程，在某一階段上人的思想認識就會產生一個飛躍，即「豁然貫通」，

按照他自己的理解，這是一個基於經驗活動的由特殊到普遍的飛躍。16 

  虛線表示的即是「飛躍」，亦即是「豁然貫通」，亦即個人與古今的貫通。事

實上，朱熹在進行這樣的表述時，朱熹已經跳出傳統的註者，並且溢出經典之外

而進行經典的重寫。換句話說，朱熹此刻正在注解的是道統之上的貫通，經典的

本身在於朱熹自身，他便是「經典」，這是針對朱熹道統的地位而言。 

 

三、聲明 

  當「物」不再暗示著自身為何物時，原本對於「物」所具的命題便不具意義，

分殊只是分殊。因此，將「理一分殊」視為是一種對於世間萬事萬物的暗示，「分

殊」就不是分殊，「分殊」必得在「理一分殊」上尋求暗示。為何斷言如此呢？

從朱熹在「心」上的關鍵作用而論，我們只能在「理一分殊」上，談論「理一」

與「分殊」。   

 

(一)個人聲明 

  人亦是分殊之一，當理氣問題開始被關注時，「理」與「氣」之間必須有所

關涉，人是在什麼情形下，對於眾物而言物物各具一太極？人在不得須臾離物之

下，為何需要標畫「人」與「物」彼此的圖像，而在「理」的追求上，尋覓圖像

整體的和諧？為什麼陸象山往講義利之辨於白鹿洞書院，朱熹亦深自感佩？ 

一般對於「理」與「氣」，或者「理一」與「分殊」，可以得到如此設想：「人」

與「理一分殊」成為兩方的中介，人不在物中隱藏，而必須面對兩端，因此，人

為「中」而視「理」於兩端，個人在面對萬物與世間之際，必然有所聲明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6 見陳來《宋明理學》（台北：洪葉文化：民 83.9.），頁 16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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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聲明而被聲明 

  「中介」作為「個人聲明」，人不在「中介」內，因此，人進行聲明而「被

聲明」，人「中介著」。陳來針對理一分殊的「命題」提出這樣的看法： 

一個哲學命題一旦取得了一定的文字形式，以後的人們便可以在文字形式

允許的範圍內從不同角度或方面去理解它和運用它，從而超出提出它時的

具體意義。特別是由於文字的多義性使這一點表現得更為明顯，甚至在某

些情況下還超出了按照文字形式所規定的意義範圍去運用前人資料。17 

「理一分殊」作為朱熹的聲明而被聲明時，「理一」、「分殊」、「朱熹」同時作為

朱熹的聲明而被聲明著，即使身為一個言說者，亦不能置身事外，這也是人只能

聲明著「理一分疏」的理由；由此，我們或許更可理解朱熹由張載「心統性情」，

轉化為「心主性情」的原因了。 

  成中英據〈中和新說〉指出，「心」有其知覺及主宰義。18由此，「心」的地

位在朱熹的手上拉高，這樣心是不斷地進行聲明而被聲明著，如果站在這一面

看，則心只是「聲明的」，這種「聲明」只是一種定論；如果站在另一面看，則

心是「被聲明的」，在「心主性情」的前題下，心是不被信服的。因此，由「性

即理」胡宏一系看來，「心」的地位提高有其危險性；從朱陸兩方看來，陸象山

是前者，是實踐上的危險；朱熹是後者，是解釋上的危險。在胡宏一系眼中，「心」

經由聲明而掌握了解釋的能力，「性」便失去了崇高的地位；在朱熹的眼中，陸

象山失於「太簡」，在實踐上過於「逕自為是」；因此，朱熹的實踐就是「學」，「學」

也做為實踐的基礎並支持實踐，由是，陸象山譏之為「支離」。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7

見陳來《朱熹哲學研究》（台北：文津出版社：民 79.12.），頁 51. 
18

見成中英〈論朱子哲學的理學定位與其內涵的圓融和條貫問題〉，《國際朱子學會議論文集》（台

北：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：民 82.5.），頁 326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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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遁辭  

(一)切近 

  為什麼是「支離」？ 

  「支離」由「學」所推導而出，並在「學」裡暗示著「心」的解釋能力。若

只將「學」框限在之於某個對象的學，則「學」將自限於「分殊」之中，並且成

為無「心」的空洞狀態，在這種狀態下，所有試圖接近的學，都將被已然的「分

殊」排斥在外，不得接近。「切近」二字，乃是合切問與近思而成。「切近」本身

不是與其所切近者相合，反而是在「切近」之下構築一場域，作為一種漸趨成熟

的語境。這樣的語境，是要說出一氣呵成的言說，並將傳統召喚而至；然而與傳

統形成聯繫，則是經由「切近」的理解而達到的。 

切近理解，是對於生活周遭的感受而來，朱熹曰：「只是就這裏近旁那曉得

處挨將去。」19對於道德本體便有所體貼。這樣的體貼是立於「心」上的，但在

心體澄明之時，「切近」的理解即成為支離之殊。以《近思錄》為例，《近思錄》

可視為企圖以北宋的哲理語彙，來切近於道德本體的朱熹的表詮，一旦豁然貫

通，《近思錄》則相對地遠離與不需要。這與朱子學中相當重視的「為學次第」，

有其密切關係；如上〈大學章句〉所指出〈大學〉一篇的重要性，或者如朱熹所

認為，由《近思錄》到六經的途徑，都一再地表示，「學」，作為貫通古今之道的

方法，必然有其先後次第，今古之距，並非一蹴而可及。即如程子說「近思」是

「以類推之」時，朱熹即針對「類推」說： 

不要跳越望遠，亦不是縱橫陡頓。只是就這裡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。如這

一件事理會得透了，又因這件事推去做那一件事，知得亦是恁地。如識得

這燈有許多光，便因這燈推將去，識得那燭亦恁地光。20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19 同注 6 引書，頁 186.  
20 同注 19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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因此，朱熹並不就「理」而發言，而就「理一分殊」進行學問上的鋪陳，《近

思錄》作為切近於氣質之性的駁雜而言，是不可或離的；作為為學程序與歷程而

言，也是不可或缺的。 

 

(二)逃遁 

  我們必須從「朱陸之異」來釐清前面所言，並以此為佐證，作為前面所言的

根據。朱熹言象山「太簡」，象山言朱熹「支離」，彼此之間似乎沒有什麼交集。

蔡仁厚論及象山的支離觀： 

象山所謂「支離」，實即「不相干」之謂。不相干的博學，只是與生命脫

節的空議論，只是外在的閒知識。人在這方面縱然超常出眾，亦只是在真

理之海中頭出頭沒載浮載沉而已。21 

然而在朱熹之處，博學是「必然」而非「必要」，所以以朱熹的立場觀之，並沒

有什麼相不相干的問題，因此蔡仁厚以陸象山重道德實踐的角度而言「易簡的必

要」；朱熹也會由經典註疏的角度而言「格物的必要」，這乃是朱熹「心主性情」

與陸象山「心即理」兩者基於實踐落實的根本差別。 

  實然有多穩固？朱熹基於格物論的實踐態度，並不被陸象山認同，因此朱熹

所一開始便專主的心，在陸象山看來是有問題的，甚至開始就錯了，朱熹「心的

實然」所依恃的是什麼？ 

陸九淵始終質疑朱熹詮釋經典與界定道統的權威，相信朱熹顯然將一己的

意見當做決定聖賢本意的客觀標準；不但抨擊朱熹探求「道」的方法有「先

知」般的色彩，並且大量引用經典闡述觀點質疑朱熹的詮釋是否準確、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1 見蔡仁厚《宋明理學南宋篇》（台北：學生書局：民 82.9.），頁 261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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觀。22 

另外， 

陸九淵自始至終否定朱熹瞭解道，例如他在辯論中強調子貢過份依賴學

識，所以孔子沒有授與他道統，而朱熹與子貢將傳統過度思想化。朱熹淵

博的學識是致命的弱點，陸九淵對學生說：「朱元晦泰山喬嶽，可惜學不

見道，枉費精神，遂自擔閣，奈何？」23 

 「心的實然」所依恃的是道統，「道統」便成為彼此論戰的場所。然而在論戰

裡對於道統的質疑，則是針對經典的解釋，而非彼此學問入手的差異，所以兩者

在表明對待經典的態度時，便出現兩大極端；陸象山曰：「六經注我，我安注六

經！」而朱熹則是「我注六經」。 

  在兩種解釋經典的策略中，朱熹以其對於經典的理解，產生明顯的逃遁，將

自己沒身於傳統之中，並提起傳統作為自述。但是，一個經典上的依恃並不能給

予朱熹安適，朱熹在道統上只是獲得了存在的根據，其深自關切的，反而是由於

根據的確立，所聚焦而來的「切近」於道統，並在「切近」之中達到自我理解。 

 

五、結語 

    如前言所說，本文並不擬由「朱陸之異」，來作為本文的起始；然最後卻仍

回到「朱陸之異」，來說明朱熹本人的學術特質。朱熹的學問過於廣大，要探索

朱學的起始，並不容易從他既成的學問中入手；從他之於學術的行為，以及行為

本身所具的意義，比較能夠將朱熹此人的輪廓描繪。這個輪廓，對於朱熹本人，

或者後學，具有怎樣的意義？也就是說，在儒學之中，我們安排了一個叫做「集

大成」的位置，其實也就是一種朱熹本人的輪廓，這個輪廓在今天被稱之為「思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2 同註 6，頁 324. 
23 同註 6，頁 325.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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想史」，或者稱為《四書章句集註》、《近思錄》等，對於我們來說，什麼才是最

能接近於朱熹，或者道統？按照朱熹的看法，就是在於《近思錄》與《四書章句

集註》之上，由此二書以見於道統，或者見於朱熹的意義，才能在「朱陸之異」

上，談論朱陸二者分歧的問題。 

許多問題仍未解決，以及被擱置在一旁了，為了完整性，許多的歧路也暫時

讓其堙沒，譬如說：一個學說理論的整體性是什麼？經由言說的傳達，整體似乎

不在，或者表現的相當平面，我認為應該有一個「立體的」整體；另外，本來這

篇要以「誠意」一詞貫串，因為《大學》作為綱目，綱目必須埋藏於文本的每一

角落才有用途，因此我認為「《大學》遍在」，而大學八目中與心最有關係的應是

「誠意」，本欲由此發揮，沒想到最後必須更改初衷。 

 

 

 

 


